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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中游城市群环境规制对旅游产业生态效率的影响
及空间分异研究

王兆峰，王梓瑛∗

湖南师范大学旅游学院，长沙 　 ４１００８１

摘要：随着旅游产业的快速发展，其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逐渐增大。 为缓解当前旅游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间存在的矛

盾，政府有必要在制度层面发挥其对旅游企业的约束作用，减轻旅游环境压力，实现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 基于此，首先采用超

效率 ＳＢＭ 模型测算 ２００６—２０１７ 年长江中游城市群旅游产业生态效率。 然后运用重心模型、标准差椭圆等地学方法刻画其空

间格局演化特征。 最后，以广义最小二乘法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分析环境规制对城市群旅游产业生态效率影响。 主要结论为：
１）２００６—２０１７ 年长江中游城市群旅游产业生态效率总体始终处于生产前沿面以下，旅游产业生态发展的集约化程度较低。 从

区域尺度看，三大城市群间效率存在一定差异，环鄱阳湖城市群效率最大，而武汉城市圈最小。 从空间格局上看，效率重心整体

向东北方向移动，“东高—西低”的空间格局逐渐形成；２）三大子城市群环境规制与旅游产业生态效率间呈“Ｕ”型的非线性关

系，表明当前总体环境规制水平仍然较低，对效率的增长起抑制作用，但从长远来看，随着环境规制的逐渐增强，其对旅游产业

生态效率的影响开始向积极促进方向转变；３）三大子城市群环境规制对效率的影响程度不同，整体呈正向显著影响的城市数

量较少，主要集聚在各子城市群的中心城市附近。
关键词：环境规制；旅游产业生态效率；超效率 ＳＢＭ 模型；长江中游城市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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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必须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

出位置。 环境规制是以环境保护为目的、政府为主导，通过制定相应方针政策对企业的经济活动进行调节，保
持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相协调的一种约束力量［１］，加强生态环境治理制度创新，有利于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旅游产业作为典型的环境依赖型产业，在其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对自然环境的负面影响必然存在。 为衡量

旅游产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间的关系，量化得到旅游产业生态效率指标，这一指标能在一定程度上表征区

域旅游产业绿色发展程度［２］。 政府作为旅游产业的监管部门，应适度调节环境规制力度，使旅游产业发展与

生态环境保护实现“双赢”。 考察环境规制对旅游产业生态效率的影响，能为旅游产业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

协同发展提供改善途径，为区域旅游可持续发展提供一定参考价值和理论支持，同时对持续贯彻绿色发展理

念、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国内外关于环境规制的研究早期主要以定性研究为主［３］。 随着时间的推移，环境规制与其他因素的关

系的定量分析逐渐成为研究重点，具体如下：１）环境规制与碳排放的关系研究。 部分学者认为当前以减少碳

排放为目的的良好环境政策可能会产生负面影响，即绿色悖论效应［４⁃６］，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现阶段环境规

制已能直接有效遏制碳排放，“绿色悖论”效应逐渐转为“倒逼减排”效应，呈倒 Ｕ 型曲线［７⁃９］。 随后，还有学

者开始通过中介效应法［１０］研究间接关系，得到两者的相互作用机制。 ２）环境规制与企业生产效率的关系研

究。 学者们普遍认同波特观点［１１］，认为合理的环境规制能刺激企业在约束条件下提高技术创新，从而提升企

业生产效率［１２⁃１４］，但由于存在管制成本存在［１５］，部分学者提出可能出现正面和负面的双重影响［１６⁃１７］。 另外，
学者们还深入研究环境规制与城镇化发展［１８］、环境规制与绿色经济效率［１９］的关系等。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国内外学者开始关注旅游产业发展带来的环境问题。 早期研究成果主要以生态环境与

旅游产业间的耦合协调关系为主［２０⁃２１］。 而旅游产业生态效率这一概念由 Ｇöｓｓｌｉｎｇ 于 ２００５ 年首次提出，逐渐

成为评价区域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 现阶段，国外学者主要以旅游目的地生态效率为主，如
Ｋｙｔｚｉａ［２２］和 Ｃｕｃｃｉａ［２３］。 国内学者前期集中探究旅游产业生态效率的评价方法，主要有比值法和投入产出方

法两种，如肖建红基于旅游过程碳足迹，采用比值法测算旅游生态效率，提出低碳旅游发展路径［２４］；李志勇利

用数据包络分析法，得到低碳旅游服务提供效率模型，提出旅游景区管理建议［２５］。 而后，在测度的基础上，学
者们进一步分析其时空演化特征和影响因素，如姚治国在测算海南省旅游生态效率的基础上对其区域差异进

行了描述性成因机制分析［２６］；林文凯运用空间分析手段揭示江西省旅游生态效率空间差异特征，结果表明各

地市区存在较为明显地区差异［２７］；路小静运用引力模型对长江经济带旅游业绿色生产率空间格局演变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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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２８］。
通过梳理文献发现，当前研究成果以环境规制与碳排放、企业生产效率的关系研究为主，较少将环境规制

与旅游产业放在同一研究框架下；其次，有关旅游产业生态效率的考察也大多以国家、省域或单个城市为研究

尺度，而对城市群之间旅游产业环境影响的测度与研究较少。 长江中游城市群由武汉城市圈、环长株潭城市

群和环鄱阳湖城市群组成，是国家批复的首个特大型国家级城市群，其已逐渐成为推动国家重大区域战略实

施，带动区域融合发展的重要引领区，形成中部地区主要的经济增长极。 基于此，本文将以 ２００６—２０１７ 年为

时间尺度，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研究对象，运用超效率 ＳＢＭ 模型评价分析城市群及其子城市群的旅游产业生

态效率的时序差异，然后采用重心模型和标准差椭圆等方法刻画其空间格局演化，最后基于广义最小二乘法

建立模型，分析三大子城市群环境规制对旅游产业生态效率影响，以期为城市群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政

策建议。

１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１．１　 研究方法

１．１．１　 超效率 ＳＢＭ 模型

由于传统 ＤＥＡ 模型无法解决因径向和角度选择所带来的偏差和影响，Ｔｏｎｅ 提出改进 ＤＥＡ 模型，即 ＳＢＭ
模型。 同时，当多个决策单位效率值为 １ 时，上述模型不能对这些相对有效的决策单位进行对比及排序，从而

进一步优化得到超效率 ＳＢＭ 模型，以更全面、更准确评价投入与产出的关系。 基于非期望产出的具体模型

如下［２９］：

ｍｉｎρ ＝ （１ － １
ｍ∑

ｍ

ｉ ＝ １

ｓ －ｉ
ｘｉ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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ï
ï
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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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式中，ρ 为效率值；ｍ、ｑ１ 和 ｑ２ 分别为投入、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的指标数量；ｘｋ、ｙｋ 和 ｂｋ 分别表示被评价决

策单元的投入变量、产出变量和非期望产出变量，ｘｉｋ、ｙｒｋ和 ｙｔｋ为投入与产出向量的元素；Ｘ、Ｙ 和 ｂ 为投入产出

矩阵；ｓ－ｉ 、ｓ
＋
ｒ 和 ｓｂ－ｔ 表示投入、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的松弛变量，λ 为列向量。

１．１．２　 重心模型和标准差椭圆

为了解某一属性的时间演化路径和趋势，将引入地理学中的重心概念，具体是指区域中某种属性的平衡

点。 假设该区域有 ｎ 个子单位，第 ｉ 个子单位的地理中心坐标为（Ｘ ｉ，Ｙｉ），ｗ ｉ 为第 ｉ 个子单位的属性值，（Ｘ ｉ，

Ｙｉ）为区域属性的重心地理坐标，具体公式如下［３０］：

Ｘ ｉ ＝ ∑
ｎ

ｉ ＝ １
（ｗ ｉ × Ｘ ｉ） ／∑

ｎ

ｉ ＝ １
ｗ ｉ

Ｙｉ ＝ ∑
ｎ

ｉ ＝ １
（ｗ ｉ × Ｙｉ） ／∑

ｎ

ｉ ＝ １
ｗ ｉ

（２）

在此基础上，将进一步运用标准差椭圆分析该属性的中心、分布和方向。 在标准差椭圆中椭圆的长半轴

表示格局的主导方向，而短半轴则表示要素分布的范围，短半轴越长则表明要素离散程度越大，两者的差值越

大，则要素的方向性越明显。 θ 表示标准差椭圆的方向角度，由正北沿顺时针方向与椭圆长轴的夹角。 σＸ 和

σＹ 分别表示标准差椭圆的长半轴和短半轴长度。 具体见公式（３） ［３１］。

９１９３　 １０ 期 　 　 　 王兆峰　 等：长江中游城市群环境规制对旅游产业生态效率的影响及空间分异研究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σＸ ＝
２∑

ｎ

ｉ ＝ １
（ｗ ｉ Ｘ ｉｃｏｓθ － ｗ ｉ Ｙｉｓｉｎθ） ２

ｎ

σＹ ＝
２∑

ｎ

ｉ ＝ １
（ｗ ｉ Ｘ ｉｓｉｎθ ＋ ｗ ｉ Ｙｉｃｏｓθ） ２

ｎ

θ ＝ ａｒｃｔａｎ
∑

ｎ

ｉ ＝ １
ｗ２

ｉ（Ｘ２
ｉ － Ｙ２

ｉ ） ＋ （∑
ｎ

ｉ ＝ １
ｗ２

ｉ Ｘ２
ｉ － ∑

ｎ

ｉ ＝ １
ｗ２

ｉ Ｙ２
ｉ ） ２ ＋ ４ （∑

ｎ

ｉ ＝ １
ｗ ｉ Ｘ ｉ Ｙｉ）

２

２∑
ｎ

ｉ ＝ １
ｗ ｉ Ｘ ｉ Ｙｉ

æ

è

ç
ç
ç
ç

ö

ø

÷
÷
÷
÷

（３）

１．２　 指标构建与数据说明

１．２．１　 旅游产业生态效率指标构建

旅游产业生态效率的核心目标在于用旅游产业较小的环境影响获得较大的经济产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

生态效率概念的延伸［２］，与 ＤＥＡ 方法对投入与产出指标的要求相符。 当前，旅游产业生态效率指标体系已较

为成熟。 因此，将借鉴刘佳［３２］和彭红松［３３］等学者的成果，结合数据可获性和旅游产业特性，将资源消耗作为

投入指标，将旅游总收入和接待游客总人次作为期望产出指标，将环境污染作为非期望产出指标。
在投入指标中，资源消耗包括劳动力、资本和交通投入 ３ 个方面。 具体来看，由于旅游产业的综合性特

征，多数城市并未将旅游业从业人数纳入官方统计，因此将参考以往研究［３４］，选取第三产业从业人数表征；旅
游产业资本包括旅游资源要素和服务要素，即 ３Ａ 及以上旅游景区数量赋权总和、旅行社数量和星级酒店数

量之和［３５］；交通因素同样是影响旅游产业高效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将以旅客运输量进行表征［３６］。 在产出

指标中，选取旅游废水、废气和固废排放量作为旅游环境污染指标进行效率测算。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旅游产

业所涉及的行业范围较广，当前并未有对城市旅游产业“三废”的官方统计，因此，将参照已有研究［２７］，用旅

游总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值进行换算。 具体评价指标体系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旅游产业生态效率指标体系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ｅｃｏ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ｉｎｄｅｘ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类别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一级指标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二级指标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具体指标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单位
Ｕｎｉｔ

投入指标 资源投入 劳动力投入 第三产业从业人数 人

Ｉｎｐｕｔ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资本投入 星级饭店数量 个

旅行社数量 个

加权景区数量 个

交通投入 旅客运输量 万人

产出指标 期望产出 经济效益 旅游总收入 亿元

Ｏｕｔｐｕｔ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社会效益 接待游客总人次 亿人

非期望产出 环境污染 旅游废水排放量 万 ｔ

旅游废气排放量 ｔ

旅游固废排放量 万 ｔ

１．２．２　 数据来源与处理

由于武汉城市圈中仙桃市、潜江市和天门市部分数据缺失严重，将以长江中游城市群 ２８ 个城市为研究对

象进行测算。 相关数据来源于 ２００７—２０１８ 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
《中国旅游统计年鉴》和各城市的统计年鉴以及 ２００６—２０１７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公报和环境状况公报等，
同时部分数据从国家文化和旅游部、各市级文化和旅游部官方网站获得。 少数缺失数据根据数据的变化趋势

进行平滑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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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结果分析

２．１　 长江中游城市群旅游产业生态效率测度及其总体特征

运用 ＤＥＡ⁃ＳＯＬＶＥＲ Ｐｒｏ５ 软件，基于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 ＳＢＭ 模型测算 ２００６—２０１７ 年长江中游城市群

的旅游产业生态效率（表 ２）。

表 ２　 ２００６—２０１７ 年长江中游城市群旅游产业生态效率测度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ｅ ｅｃｏ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ｒｅａｃｈ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ｉｎ ２００６—２０１７

城市
Ｃｉｔｙ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平均

Ａｖｅｒａｇｅ
排名
Ｒａｎｋ

武汉 １．０３ １．０４ １．１０ １．１１ １．１３ １．１５ １．１９ １．２３ １．２８ １．２６ １．２７ １．２８ １．１７ １

黄石 ０．２２ ０．２９ ０．２９ ０．３１ ０．３６ ０．３４ ０．３７ ０．３７ ０．３７ ０．３８ ０．３９ ０．４２ ０．３４ １６

宜昌 ０．５１ ０．４５ ０．３４ ０．３４ ０．３１ ０．２９ ０．３１ ０．３３ ０．３８ ０．４２ ０．４５ ０．４０ ０．３８ １１

襄阳 ０．４０ ０．３８ ０．３７ ０．３５ ０．３５ ０．３３ ０．３４ ０．３４ ０．３７ ０．３８ ０．３６ ０．３５ ０．３６ １４

鄂州 ０．３５ ０．３２ ０．２９ ０．３１ ０．２７ ０．２７ ０．２４ ０．２６ ０．２４ ０．２６ ０．２１ ０．２０ ０．２７ ２４

荆门 ０．３６ ０．３４ ０．３０ ０．２９ ０．２７ ０．２５ ０．２８ ０．２８ ０．３２ ０．３２ ０．３６ ０．３４ ０．３１ ２１

孝感 ０．２９ ０．３１ ０．３０ ０．２６ ０．２２ ０．２１ ０．１９ ０．１９ ０．２１ ０．２１ ０．２２ ０．２２ ０．２４ ２６

荆州 ０．２５ ０．２６ ０．２５ ０．２２ ０．２１ ０．２０ ０．２１ ０．２１ ０．２２ ０．２８ ０．２９ ０．３３ ０．２４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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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２ 可知，２００６—２０１７ 年长江中游城市群旅游产业生态效率值均位于生产前沿面以下，平均值为０．４５，
表明城市群整体旅游产业绿色发展程度偏低，旅游活动过程中的环境污染对旅游产业发展的负向影响仍较

大。 具体来看，根据效率值变化趋势可大致分为三类：１）上升型，包括武汉市、黄石市、咸宁市、湘潭市和上饶

市；２）下降型，主要包括宜昌市、襄阳市、鄂州市、吉安市、宜春市、衡阳市和岳阳市等 １３ 个城市，主要位于各子

城市群北部和南部边缘地区。 ３）下降—上升型城市有 １０ 个，主要位于武汉城市圈和环长株潭城市群的中部

地区、环鄱阳湖城市群的东北部地区。 总体来看，三大城市群分别以武汉市、湘潭市和景德镇市为代表，旅游

资源较为丰富，产业发展基础较好，主要以旅游产业等第三产业为主驱动经济发展，长期对环境的负面影响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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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从而效率值处于较高水平。 而其余城市早期旅游发展可能并未考虑资源有限性、生态破坏等问题，后期在

一定程度上不利于旅游产业生态效率值的提升，从而制约区域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

图 １　 ２００６—２０１７ 年三大子城市群旅游产业生态效率

　 Ｆｉｇ．１　 Ｔｈｅ ｅｃｏ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６ ｔｏ ２０１７

由图 １ 可知，从区域来看，三大城市群间效率值上

存在较为明显的地区差异。 环鄱阳湖城市群旅游产业

生态效率的平均值为 ０．５０，其次是环长株潭城市群为

０．４７，而武汉城市圈最低，且始终低于城市群整体水平。
从趋势上看，环长株潭城市下降趋势最为显著，至 ２０１７
年达最小值，而其它子城市群变化较为相似，大致可分

为两个阶段，２００６—２０１１ 年效率值有所减少，而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７ 年呈逐年上升态势，特别是环鄱阳湖城市群涨幅

较大，年际平均增长率为 ３１．３２％。 由此可知，近年来武

汉城市圈和环鄱阳湖城市群在旅游产业与生态环境的

非均衡关系有所改善，一方面在于其对景区承载能力的

重视，另一方面可能在于政府环境治理资金投入的增加

和环境监管力度的加强，但整体仍有进步空间，而环长

株潭城市群存在内部生态共治意识薄弱、缺少区域交流

合作等问题，导致内部差异逐渐加大，从而影响整体效率水平的提高。
２．２　 长江中游城市群旅游产业生态效率时空演变分析

　 图 ２　 ２００６—２０１７ 年长江中游城市群旅游产业生态效率重心轨迹

Ｆｉｇ． ２ 　 Ｅｌｌｉｐｔ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ｒｅａｃｈ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Ｃｉｔｙ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６ ｔｏ ２０１７

２．２．１　 旅游产业生态效率重心演化

根据公式（２）计算得到长江中游城市群旅游产业

生态效率重心坐标，并绘制得到旅游产业生态效率重心

演化图。 如图 ２ 所示，２００６—２０１７ 年效率重心主要位

于 １１４．１４°Ｅ—１１４．３７°Ｅ，２８．９４°Ｎ—２９．０５°Ｎ，从 ２００６ 年

的（１１４．１５°Ｅ，２８．９４°Ｎ）变化到 ２０１７ 年的（１１４．３７°Ｅ，２８．
９６°Ｎ），整体向东北方向移动，高值区主要分布在环鄱

阳湖城市群的九江市。
研究期内，２００６—２０１０ 年效率重心总体呈东进北

移态势，除 ２００６—２００８ 年外，其余年份均沿东北方向移

动。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 年变化较为波动，逐年沿 “东南—东

北—东南—西北”方向变化，而后 ２０１４—２０１７ 年效率重

心持续向东南方向移动。 长江中游城市群效率重心位

置变化阶段性较为明显，其移动路径整体先偏向东北方

向，而后偏向东南，表明效率高值区逐渐向环鄱阳湖城市群移动。
从移动距离上看，效率重心总位移为 ５７．３０ ｋｍ，年均移动距离约 ５．２１ ｋｍ，其中向东（西）移动 ２５．７７ ｋｍ，

向南（北）移动 １２．７３ ｋｍ，整体东西方向移动距离大于南北移动距离。 按坐标方位角计算，在 １１ 次移动过程

中，旅游产业生态效率向东北和东南方向共移动 ８ 次，移动频率为 ７２．７３％，向西北和西南移动 ３ 次，表明城市

群东部地区生态福利绩效高值比例不断上升。 进一步分析标准椭圆长短半轴及其差值可知（图 ３），长江中游

城市群旅游产业效率的空间分布呈“东南—西北”向的空间分布格局，长短半轴值差距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
表明效率空间分布的方向性逐渐增强。 从数据分布的范围来看，短半轴长度缩短，从 ２００６ 年的 １．９１ 下降至

２０１７ 年的 １．８３，表明城市群效率离散程度降低，区域差异缩小。

２２９３ 　 生　 态　 学　 报　 　 　 ４１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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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３　 ２００６—２０１７ 年长江中游城市群旅游产业生态效率标准差

椭圆

Ｆｉｇ．３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ｒｅａｃｈ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Ｃｉｔｙ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６ ｔｏ ２０１７

２．２．２　 各子城市群内部空间格局演化

将以间隔大致相当的 ２００６、２０１２ 和 ２０１７ 年为时间

截面，借助 ＡｒｃＧＩＳ １０．２ 软件的自然断点法分为四类，以
进一步明晰长江中游城市群旅游产业生态效率的时空

演变特征，得到空间格局演化图（图 ４）。

图 ４　 ２００６ 年、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７ 年各子城市群旅游产业生态效率空间格局

Ｆｉｇ．４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ｉｎ ｓｕｂ ｕｒｂａｎ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２００６， ２０１２ ａｎｄ ２０１７

２００６ 年各子城市群内部极化现象较为明显，大部

分地区呈现低效率空间集聚现象，高效率城市数量较

少。 具体来看，环鄱阳湖城市群的景德镇市和上饶市数

值较高，而中部地区旅游产业与生态环境协调度水平

低。 武汉城市圈主要以武汉市为高值中心，四周旅游产

业生态效率水平均较低，区域极化矛盾较为突出。 相对

而言，环长株潭城市群效率整体水平最高，高值区主要

集中在长沙市、株洲市和岳阳市三市，位于城市群中部

和东北部地区。 ２０１２ 年，空间格局基本保持不变，部分

城市效率值有所下降。 ２０１７ 年，城市群高效率城市数量明显增加，其中环鄱阳湖城市群最为明显。 由于景德

镇市和上饶市发挥中心极的辐射带动作用，环鄱阳湖城市群内部差距逐渐缩小，空间分异程度有所减轻，而武

汉城市圈和环长株潭城市群效率空间格局基本保持不变，但整体效率水平有所下降，需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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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来看，２００６—２０１７ 年长江中游城市群旅游产业生态效率逐渐形成“东高—西低”的空间格局，高效率

城市数量明显增加。 具体来看，环鄱阳湖城市群高值区辐射带动作用明显，但其它两个子城市群内部空间分

异仍然存在，主要原因在于环长株潭城市群和武汉城市圈前期劳动力和资本等要素的大量投入使城市群整体

旅游产业经济高速发展，这种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并未考虑资源的有限性、生态破坏和城市环境污染等问题，
后期在一定程度上会对旅游产业发展环境产生较大威胁，不利于旅游产业生态效率值的提升。
２．３　 长江中游城市群环境规制对旅游产业生态效率的影响分析

２．３．１　 变量说明与面板模型构建

为考察环境规制对旅游产业生态效率的影响，将建立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分析环境规制是否对旅游产业效

率产生影响。 关于环境规制的指标选取，当前学术界尚未做出统一界定。 由于过往采用的指标存在评价角度

单一、数据测度困难等问题，本文将从治污效果的角度［３７⁃３８］，选取“二氧化硫去除率”、“烟粉尘去除率”、“固
体废物综合利用率”、“污水处理率”和“生活垃圾处理率”五项指标，这些指标受政府制度层面的约束较大，因
而本文基于熵值赋权法得到城市环境规制强度指数，其强度越高，表明地区政府对环境的管控力度越大，环境

规制越强，反之则越弱。
同时，参考相关文献和已有研究［３９⁃４０］，可知影响旅游产业生态效率的因素较多，为避免多重共线性和异

方差现象，将综合选取五个控制变量，具体如下：１）旅游产业规模（ＴＥＬ）：适度的生产规模能产生最佳的经济

效益，过度则会出现规模不经济现象，因此旅游产业规模直接关系到旅游产业绿色健康发展程度，将以城市的

旅游总收入表示，由于该指标为价值型指标，应做不变价处理。 ２）产业结构（ＩＳ）：选取第三产业占 ＧＤＰ 的比

重表征。 众多研究成果表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型升级在一定程度上能减少环境污染，是加强生态环境

保护、建设生态文明的根本途径。 ３）科技发展水平（ＴＤＬ）：选取科学技术支出占公共财政支出之比来表征区

域科技发展水平。 政府加大力度支持区域科学创新能有效提高要素利用效率，缓解产业节能减排压力，间接

有利于提高旅游产业生态效率。 ４）旅游产业资本（ＴＣＡ）：通过星级饭店数量、旅行社数量和 ３Ａ 及以上旅游

景区加权数量求总得到［３５］。 旅游产业资本的增加意味着区域旅游生产要素投入量的增加，城市群旅游产业

资本的逐渐扩大，一方面可能促进旅游产业经济发展，但另一方面容易造成资源冗余现象，不利于生态环境保

护。 ５）交通条件（ＴＲＡ）：区域内部交通通达性改善，能进一步能缩短游客出行时间，提高旅游目的地吸引力，
促进旅游产业发展，但综合考量，后期可能会出现交通拥堵、碳排放污染和自然景观破坏等负面问题。 以城市

群为研究对象而言，公路最为便捷且具有一定的普适性，同时考虑到数据可获性，选用等级公路长度与城市面

积比例表征。
为避免伪回归现象，对所有变量进行了 ＬＬＣ 和 ＡＤＦ—Ｆｉｓｈｅｒ 平稳性检验，根据结果将部分变量进行对数

化处理。 在此基础上，运用计量分析软件 Ｓｔａｔａ１５．０，以旅游产业生态效率为因变量，环境规制强度为核心变

量，同时借鉴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分析方法，引入环境规制强度的二次项，综合考虑旅游产业规模、产业结构、科
技发展水平、旅游产业资本和交通条件情况，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ＧＬＳ）建立静态面板数据模型并及进行效

应模型选择。 通过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得到显著性 Ｐ＞０．５，选择随机效应模型。 具体模型如下：
ＴＥ ｉｔ ＝β０＋β１ＥＲ ｉｔ＋β２ＥＲ２

ｉｔ＋β３ ｌｎＴＥＬｉｔ＋β４ＩＳｉｔ＋β５ ｌｎＴＤＬｉｔ＋β６ＴＣＡｉｔ＋β７ＴＲＡｉｔ＋μｉｔ （４）
式中，ｉ＝ １，２，．．．，２８ 表示长江中游城市群的 ２８ 个城市，ｔ 表示年份，ＴＥ ｉｔ为第 ｔ 年第 ｉ 个城市旅游产业生态效

率，ＥＧ ｉｔ表示第 ｔ 年第 ｉ 个城市环境规制强度，β０ 作为常数项，β１—β７ 为系数，μｉｔ代表随机误差项。
２．３．２　 回归结果分析

由表 ３ 可以看到，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长江中游城市群的三大子城市群环境规制指标的一次项均

为负值，而二次项系数为正，且至少通过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各城市群环境规制对旅游产业生态效

率存在影响，总体上二者间呈“Ｕ”型的非线性关系，即当政府的环境管制力度较弱时，其对效率的增长起抑制

作用，但从长远来看，随着环境规制的逐渐增强达到“拐点”后，其对旅游产业生态效率的影响开始向积极促

进方向转变。 由于环境规制对旅游产业生态效率仍处于负向影响状态，因此可以预测当前长江中游城市群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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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规制仍处于较低水平，当环境规制强度较弱时，一方面旅游企业作社会主体，较少考虑其环境责任，忽视了

组织的各项旅游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缺乏污染防治和环境保护意识；另一方面，企业环境治理压力较小，
相关成本占旅游企业的总成本比重相对较低，企业缺少相应的资本和劳动力对技术进行创新，以改善相关配

套设施，从而不利于旅游产业绿色协调发展。 随着环境规制增强到拐点，旅游企业逐渐重视各类旅游活动能

耗和污染情况，由于环境规制成本比重不断增加，企业利润逐步降低。 为缓解竞争压力，企业选择引进创新技

术和管理方法，以提高旅游资源使用效率，增强要素配置能力，因此其对旅游产业生态效率的负向影响程度有

所减弱。

表 ３　 面板数据回归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３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ｐａｎｅｌ ｄａｔａ

解释变量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ｏｒｙ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武汉城市圈
Ｗｕｈａｎ ｕｒｂａｎ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环长株潭城市群
Ｃｈａｎｇ⁃Ｚｈｕ⁃Ｔａｎ ｕｒｂａｎ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环鄱阳湖城市群
Ｔｈｅ Ｐｏｙａｎｇ Ｌａｋｅ ｕｒｂａｎ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ＥＧ －０．０１５∗∗（－２．１２０） －０．０２３∗∗（－２．０９０） －０．１９０∗∗（－１．９７０）
ＥＧ２ ０．０２２∗∗（２．０００） ０．０４０∗∗∗（２．７０） ０．１７２∗∗（２．１５０）
ＴＥＬ ０．１７２∗∗∗（４．０６０） ０．１５６∗∗∗（４．５２０） ０．１０１∗∗∗（４．８９０）
ＩＳ ０．０５８∗∗（２．１３０） ０．０４２∗∗∗（３．２５０） ０．００８（１．１２０）

ＴＤＬ １．３３９∗∗∗（３．８７０） １．３０１∗∗（２．２１０） ０．７１８∗∗（２．１５０）
ＴＣＡ －０．１０１∗∗∗（－４．９３０） －０．１３０∗∗∗（－３．８５０） －０．０２５∗（－１．７３０）

ＴＲＡ ０．０５９（１．１６０） ０．０３０（１．１００） ０．０６９（１．５３０）

常数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０．９２１∗∗∗（４．３２０） １．４０６∗∗∗（４．８９０） ０．５６４∗∗∗（４．１００）
　 　 ∗∗∗、∗∗和∗分别表示变量通过 １％、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检验，括号中数字为检验的 Ｚ 统计量，括号外数字为检验的系数；ＥＧ：环境规制

强度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ＥＧ２：环境规制强度二次方 Ｓｑｕａｒｅ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ＴＥＬ：旅游产业规模 Ｓｃａｌｅ ｏｆ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ＩＳ：产业结

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ＴＤＬ：科技发展水平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ＴＣＡ：旅游产业资本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ｃａｐｉｔａｌ；ＴＲＡ：交通条件

Ｔｒａｆｆｉｃ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进一步研究发现各子城市群内部环境规制与旅游产业生态效率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结果如表 ４ 所示。
具体来看，环境规制对武汉城市圈的武汉市、黄冈市、黄石市和咸宁市旅游产业生态效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即环境规制力度越大，城市低碳旅游发展水平越高。 环长株潭城市群和环鄱阳湖城市群受环境规制正向影响

的城市数量较少，环长株潭城市群仅有长沙、湘潭和岳阳市三市，而环鄱阳湖城市群中除南昌、萍乡、新余三市

外，其余地区对效率影响均呈显著的负效应或不显著。 由此可知，受环境规制正向影响的城市主要集聚在各

子城市群的中心城市附近。 受环境保护法律体系、经济发展水平和治污技术等方面的影响，中心城市环境规

制处于较高水平。 在《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的指导下，三大城市群分别在武汉市、长沙市和南昌市的引

领下，通过共建生态文明，实现一定范围内环境治理率的提升，但当前城市辐射带动能力有限，导致城市间旅

游资源共享和生态保护合作存在一定问题，各子城市群环境规制对旅游产业生态效率的负向影响仍然较大，
不利于旅游产业绿色健康发展。

表 ４　 各子城市群环境规制对旅游产业生态效率影响的回归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４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ｉｎ ｓｕｂ ｕｒｂａｎ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区域
Ｒｅｇｉｏｎ

正向影响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ｃｔ

负向影响或不显著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ｒ ｎｏ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武汉城市圈
Ｗｕｈａｎ ｕｒｂａｎ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武汉市、黄冈市、黄石市、咸宁市

宜昌市、襄阳市、鄂州市、荆门市、孝感市、荆
州市

环长株潭城市群
Ｃｈａｎｇ⁃Ｚｈｕ⁃Ｔａｎ ｕｒｂａｎ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长沙市、湘潭市、岳阳市 株洲市、衡阳市、常德市、益阳市、娄底市

环鄱阳湖城市群
Ｔｈｅ Ｐｏｙａｎｇ Ｌａｋｅ ｕｒｂａｎ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南昌市、萍乡市、新余市

景德镇市、九江市、鹰潭市、吉安市、宜春市、抚
州市、上饶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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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各控制变量对三大城市群旅游产业生态效率也存在一定约束作用，且影响方式也存在差异，具体分

析如下：
１）旅游产业规模对三大城市群旅游产业生态效率均呈显著正向影响，表明当前长江中游城市群整体旅

游产业的规模化发展，能充分发挥城市群旅游产业的集聚效应，有效提高资源配置能力，促进旅游产业生态效

率提高。
２）产业结构对各城市群的旅游产业生态效率的系数均为正，分别为 ０．０５８、０．０４２ 和 ０．００８，但环鄱阳湖城

市群产业结构系数不显著，表明武汉城市群和环长株潭城市群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有利于提高旅游产业投入与

产出的比例，而环鄱阳湖城市群尽管产业结构有所优化，但区域发展仍以传统产业为主拉动经济增长，产业转

型升级压力仍然较大，对促进旅游产业发展的贡献较小。
３）科学技术水平对三大城市群旅游产业生态效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其相关系数均相对较大，分别为 １．

３３９、１．３０１ 和 ０．７１８，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政府加大科技投入对城市群整体旅游产业绿色发展的推动作用显

著。 由此，长江中游城市群内部各市应积极推进科技创新工作，引导企业重视创新科技的引进，不断增强企业

自主创新能力，提高资源转化效率，以缓解当前旅游环境治理压力。
４）产业资本指标对各城市群旅游产业生态效率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均至少通过了 １０％水平下的显著性

检验，表明当前旅游企业的增加是阻碍旅游产业生态效率提高的重要因素，城市群可进一步通过加强区域旅

游合作，合理分配投入要素，使旅游产业实现效益最大化发展。
５）交通条件与三大城市群旅游产业生态效率的回归系数为正，但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交通条件改

善对旅游产业生态效率的提升作用不明显。 完善交通设施建设、提高交通通达度是影响旅游质量的重要因

素，由于城市群内部自然地理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导致现阶段整体道路交通资源分布不均匀，旅游

交通网络化建设不完善，从而其对旅游产业生态效率的影响程度较弱。

３　 结论与讨论

３．１　 结论

以 ２００６—２０１７ 年为研究时段，以长江中游城市群 ２８ 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采用超效率 ＳＢＭ 模型评价城

市群旅游产业生态效率，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其空间格局演化，最后运用广义最小二乘法建立面板数据模型考

察环境规制强度对城市群旅游产业效率影响的时空分异特征，主要结论如下：１）长江中游城市群整体旅游产

业生态效率值始终处于生产前沿面以下，说明该城市群旅游产业绿色发展程度较低。 根据效率值变化趋势大

致将各城市分为上升型、下降型、下降—上升型三类，其中下降型最多，占总数的 ４６．４３％。 从区域尺度看，三
大城市群间效率存在一定差异，环鄱阳湖城市群效率最大，而武汉城市圈最小。 ２）２００６—２０１７ 年城市群旅游

产业生态效率整体向东北方向移动，高值区主要分布在环鄱阳湖城市群的九江市。 从空间格局来看，效率整

体极化矛盾有所缓解，高值区逐渐向城市群中部集聚，高效率城市数量明显增加。 ３）长江中游城市群的三大

子城市群环境规制与旅游产业生态效率间呈“Ｕ”型的非线性关系，表明当政府对环境管制力度较弱时，其对

效率的增长起抑制作用，但从长远来看，随着环境规制的逐渐增强，其对效率的影响开始向积极促进方向转

变。 同时，各子城市群内部环境规制对效率的影响程度不同，整体呈正向显著影响的城市数量较少，主要集聚

在各子城市群的中心城市附近。
３．２　 讨论

针对长江中游城市群环境规制和旅游产业生态效率的表现，一方面应进一步提升城市群环境规制能力，
政府可通过健全旅游业相关法律法规、建立生态保护红线、限额企业碳排放等方式，尽量减少旅游活动过程中

的废水、废气及废物污染。 另一方面考虑到各子城市群环境规制和旅游产业生态效率间的影响程度存在差

异，应因地制宜调节环境规制强度。 针对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城市，其旅游企业环境治理压力较大，因此政府

可积极采取经济补贴和宽松政策，以提升区域旅游产业竞争力，同时还可通过加强区域旅游合作，共同促进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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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群整体旅游产业绿色健康发展。
与此同时，三大城市群还应进一步发挥区域规模效应，整合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降低产业生产成

本，使企业效益最大化；随着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旅游环境治理压力仍然存在，为从根源上解决这一问题，需重

视优化能源消费结构，重视城市群技术创新情况，积极开发并推广节能减排技术，加强公民节能减排意识，倡
导旅游低碳出行；需进一步提高公路等级，建立立体的城市群公路网络体系，完善旅游区内部交通，提高景区

间公路交通通达性，以减少旅游交通带来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
同时，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考虑到旅游业的综合性和数据的可获性，本文旅游产业

生态效率指标选取方面仍存在完善空间，同时在影响分析上，并未在空间上详细分析环境规制与旅游产业生

态效率系数的时序变动，有待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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